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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公园的边界、分区和土地利用管理
———来自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启示

何思源１，苏　 杨２，闵庆文１，∗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 北京　 １０００１３

摘要：作为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具体实现方式和前沿阵地，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旨在对我国多样化的保护地体系进行重组管理，

实现高效合理的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本的保护和全民公益。 研究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这两类法定保护地的边界

和区划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的技术手段的发展进行梳理，并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展进行总结。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国家

公园在保护地个体的边界和内部分区上应以实现保护目标为原则，借鉴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的基本原则，根据管理目标细化功

能分区，借鉴风景名胜区规划实践，注重景观价值，考虑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土地权属及土地开发利用可能和方式，进而考虑气

候变化和区域长期发展目标等自然和社会经济动态，形成完整的边界和分区理论体系，从而满足全民公益，实现社区经济发展。
在区划理论上，一个可行的切入点是考虑空间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差异，根据实现保护目标的管理需求和满足社区生计发展

的利用需求，在土地权属和其他限制条件上实现不同组合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空间规划，利用保护地役权来分离土地所有

权、使用权和收益权，限制特定土地利用方式，进行利益相关方资源利用管理。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边界；分区；生态系统；保护地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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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并以此为契机明确保护地体系，旨在提高保护效率，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具体途径

之一，是关系到绿色发展的要务。 这一保护地体系的重构和管理是一个在空间上调配资源的过程。 国家公园

在空间上的边界划分涉及到利益分配，功能区划涉及到保护目标的实现。 国家公园试点区依托原有多类型保

护地，但笼统的继承原有边界和分区既不符合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目标，也会忽略现有土地利用方式

对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社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作为实现土地利用空间管制的前提，国家公园边界和区划需要从

区域整体入手，统筹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规定可行的土地利用方式、限制不可行的土地利用方式进

入［１］。 因此，形成一套国家公园边界划分和内部功能分区的理论体系指导实践很有必要。
当今的自然保护理念关注生态整体性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健康［２］。 自然保护区建设理论依据由

岛屿生物地理学向景观生态学发展，由关注单个保护区设计向保护区网络发展［３］。 我国自然保护区在分区

上遵循人与生物圈提出的三圈划分，并根据保护目标和社区发展需求对三区内涵不断深化。 较之自然保护区

比较明确的理论和技术发展脉络，风景名胜区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划突出管理目标的

综合性，也因为利益分配带来更为敏感的边界问题［４］。
对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地分类标准，我国自然保护区类似于第 Ｉ 类严格保护区［５⁃６］，风景名胜区

类似于第 ＩＩ 类国家公园［７］。 因此，可以分别从两者的区划理论和实践经验寻求对实现核心保护目标与发展

游憩等服务的规划方法；同时，为实现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平衡，需要借鉴两者对包括社区土地利用在内的边界

利益相关方管理经验。
综上，本文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这两类法定保护地实现土地利用空间管制的边界和区划理论

与实践技术发展进行梳理，突出我国开展实践时的经验总结和技术发展。 在此基础上，针对两种保护地在规

划中的指标选择、评估、边界问题等关键问题上的异同，结合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进展研究，提出一个基于

适应性区划的国家公园土地利用空间管制思路。

１　 自然保护区设计理论和实践

１．１　 自然保护区面积和边界设定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技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自然保护区设计根据岛屿生物地理学均衡理论、种－面积关系［８⁃１０］和群落生态学提出了

关于面积、形状、排列等六个原则［１１］，并在此之后产生了关于面积与保护效率的 ＳＬＯＳ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ａｒｇｅ 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ｍａｌｌ）辩论，得到了一定共识［１２］。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针对上述经典原则缺乏对防止物种灭绝所需

面积的考虑和对特有种的保护，产生了基于种群生态学的种群生存力分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ＶＡ）来计算最小可存活种群（Ｍｉｎｉｍｕｍ Ｖｉａｂｌ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ＶＰ） ［１３］。 之后，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使得自然保护

区被看作由生态系统构成的廊道、斑块和本底的景观组分。 最优自然保护区设计应由大型自然植被斑块作为

本底，由分散其中的小斑块或廊道补充成为踏脚石［１４］。 “斑块－镶嵌体”理论认为景观尺度上大镶嵌体（如保

护区）应当能够维持其中生态系统斑块相对稳定［１５］，斑块为“最小可存活斑块种群”，镶嵌体最小面积作为保

护区［１６］。
在我国，徐基良等将影响自然保护区面积的因素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１７］。 自然因素主要是保

护对象差异性，社会经济因素则复杂、灵活、多样，使得保护区面积确定存在经验数字。 这种经验数据建立在

对大量自然保护区分布和面积影响因子的量化上，特别是社会经济因素［１８］。
在自然保护区设计实践中，有研究者认为保护区有三种边界［１９］，分别为管理边界，即法定边界；生成边

界，人们对管理边界的反应引起的栖息地变化而产生的边界；自然边界，即生态学边界，边界可以通过地面或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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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测调查确定［１３］。 如果生成边界在管理边界之内，则保护区已受到人为活动严重干扰，如果在管理边界之外

则保护效果较好。
自然保护区设计技术已经成为土地利用决策的分支之一。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线性规划被用来解决在

成本最小化这一约束条件下分配土地以实现保护区物种丰富度最高的目标，寻找合适的几何计算成为设计重

点［２０］。 后来，保障多样性成为研究热点，生态异质性（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理论和景观生态学理论认为复

杂生境可以提供更丰富的生态位，资源开发潜能更大，所以在多样化的景观上设置保护区可以最大程度保护

物种丰富度［２⁃２１］。 除了单个保护区设计，如何将各个保护区纳入保护网络也是保护区设计考虑的重点［２２］。
１．２　 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区划理论与技术

在功能区划上，我国一般遵循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建议的基于保护对象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三分

法，但对于具体管理目标的认知是动态发展的，特别是对核心区与实验区的内涵。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王献溥根据保护目的提出三区应根据生态系统演化和人为活动的干预程度而区

分［１３］；舒永忠［２３］提出为三区设立功能小区，并设立外围缓冲区（生活文化区）供管理机构、当地群众和游客活

动，提出旅游区应融景于自然，市镇发展规划与自然保护区规划相协调。 进入 ９０ 年代，徐嵩龄从资源经济学

角度对三区定义进行了细化，提出以是否需要获取经济利益区分实验区与其他两区，可将实验区命名为“保
护性经营区”或“经营区”，但三区仍应当在生态景观上相对一致［６］。 翟惟东和马乃喜认为［２４］，核心区也是包

含一定文化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传统利用方式的保护区域，考虑到特殊生境（对干扰）的需求，可以允许符合保

护目的的低强度人类活动。
事实上，三区定边原则由于其管理目标差异而不同，相关研究不多。 徐嵩龄针对野生动物类自然保护区

提出的分区边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原则的相对科学和严格程度［３］（表 １）。

表 １　 自然保护区“三区”边界的界定原则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 ｔｈｒｅｅ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功能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

保护目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ｏａｌｓ

理论依据
Ｔｈｅｏｒｙ

分区原则
Ｚｏｎ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核心区 生物物种⁃生态系 分类学 确定保护物种

Ｃｏｒｅ ｚｏｎｅ 统⁃生态景观 种群动力学 确定保护种群的大小

生态系统生态学 确定支持绝对保护种群及其相关种群的环境系统

景观生态学 确定内部“嵌拼”结构以及面积、形状和边界

缓冲区
隔绝人类干扰、提供
物种庇护

评估自然干扰的风险和生物应对以确定后备性栖息地的位置和面积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 确定生物保护科学研究活动的地点和面积以及观赏型旅游活动的地
点和面积

景观生态学
边界动力法则进行几何设计，走向和凹凸可根据外部活动的侵入和内
部自然景观的扩展按照分水岭或道路划分。

实验区
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适度利用

生态景观一致性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ｚｏｎｅ － 资源承载力适应

社区生计需求和保护区管理的经济需求相适应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从核心区到实验区，生物学和生态学理论依据减弱。 由于广义缓冲区（包括实验区）
是核心区重要的对外交流和抗干扰区域，对缓冲区的设计讨论增多。 缓冲地带兼具公益功能与经济效益，如
生态缓冲与保护、教育科研、服务社区，因此，在规划上不但需要考虑生态学特征，更受制于社会经济原则［２４］

（表 ２）。
在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实践中，基于空间差异性的分区是常用方法。 在确定最小面积的基础上，根据生

物多样性空间分异规律，制定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聚类指标叠加方式判断生物和生态系统属性的空间差异性

从而形成分区。 该方法要求必须选择合适的分析尺度，如单元网格或自然景观单元；指标体系必须有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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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意义，空间分布规律明显且相互独立。 同时，要设定有层次与可操作的判别标准，特别是判别缓冲区

内外边界，以明确核心区和实验区的范围［２５⁃２７］。 随着 ３Ｓ 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基于计算机辅助决策的功能区

划愈加客观和合理，方法也趋于多样化［２８⁃２９］。 表 ３ 根据文献［２８］和［２９］对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分主要方法

予以总结，具体分析可参阅文献。

表 ２　 自然保护区“三区”功能的设定原则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 ｔｈｒｅｅ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功能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

功能设定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ｉｎｇ

核心区
Ｃｏｒｅ ｚｏｎｅ

保护第一
生态完整性

缓冲区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

景观同质性
生态完整性

实验区（包含在广义缓冲区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

社会经济原则：
（确定位置）土地利用矛盾；
（确定大小）建立目的、可利用土地、传统土地利用系统、威胁和机遇；
社区居民的需要、兴趣和知识水平；
立法和管理方式

表 ３　 不同类型保护区和具体功能区的区划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３　 Ｚｏ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ｓ

区划方法
Ｚｏ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区划特点
Ｚｏｎ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适用类型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案例
Ｃａｓｅ

物种分布模型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模拟物种分布，结合生境破碎化程度、
巢域面积及景观连接度等指标确定
区划

野生生物类
盐城丹顶鹤生物圈自然保护区；
崇明东滩鸟类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区

景观适宜性评价法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根据不同景观因子对研究物种的重要
性来确定权重，评价其空间组合的物种
景观适宜性

野生生物类 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最小费用距离计算法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ｓ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可达性：计算物种由“源”经过不同阻
力的景观介质所耗费的费用

野生动物类
陕西老县城大熊猫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
区群

聚类分析法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基于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异提取关键要
素聚类

野生生物和
生态系统类

卧龙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
保护区

不可替代性计算法
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反映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空间分异，表
现一个规划单元在实现整体保护目标
中的重要性

野生生物类和
生态系统类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层次分析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缓冲区 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

宽度分析法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缓冲区

景观阻力面分析法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缓冲区

研究者指出，不同方法对资源利用与保护对象的分析存在差异，在实践中各类方法不一定截然分开［２８］，
并且能够通过物种分布模型、系统保护规划模型软件予以实现。 但是，目前保护区功能区划方法仍存在问题，
包括重个体不重栖息地，缺乏对生态属性的评估；重单个区域划分，缺乏功能分区统一标准；各个方法存在参

数界定问题等［２９］，针对这些问题出现了基于生态系统稳定性弹性机制的有机分区方法，通过生态价值差异进

行土地单元划分［２９］。
事实上，对生态系统和本地资源的全面调查和认识是进行分区实践的前提。 研究者指出，目前保护区管

理目标仍存在与国际惯例脱节等问题［２８，３０］，导致分区管理实践难以协调保护与资源利用［３１］，比如，有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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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不适合三区划分，有些地区居民搬迁不符合生态系统管理需求，廊道规划忽视土地权属、经济补偿不合理

等问题，都会导致土地利用空间管制失效。
自然保护区内外边界也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目标变动进行适时调整，但不能以满足短期经济目

标而随意调节［３２］。 黎国强等提出一个边界调整流程，通过对保护区生物属性和生态关键地段的识别，确定保

护区限制开发内容和可开发利用资源；通过功能区划结果适宜性评价确定保护区自然与人类需求之间功能和

结构的适宜性；再结合保护区资源特点和利用现状、经济社会状况，进行功能分区资源利用模式的格局和优化

调整［３３］。

２　 风景名胜区的边界和功能区划

２．１　 风景名胜区的规模和边界

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目标为综合资源保护、旅游发展和居民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原则是保障景源特征及其

生态环境完整性，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连续性，地域单元的相对独立性，保护、利用、管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其

规划理论主要依托保护生物学和社会经济理论，涉及综合自然地理学、土地资源学以及生态美学，从而支持对

边界的生态含义和管理权限层面的认知和划定。 尽管有保护生物学理论依据，但从技术层面出发，目前风景

名胜区划界基本以景源为导向，主观性强，突出视觉景观含义，各有利弊［３４］（表 ４）。

表 ４　 风景名胜区边界划定技术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ｓ

方法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技术路线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

优势
Ｐｒｏｓ

不足
Ｃｏｎｓ

景源法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ｉｅｗ ｓｐｏｔ 根据景源影响范围划定边界

从风景资源评价结果出发，把握风景
名胜区核心价值

景源辐射范围难以确定；难以系统考
虑周边环境特征

地形法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根据山体、流域等地形线划定边界 便于保护自然地貌、资源和景观视线

存在地形依据的尺度、精度问题；与
风景名胜区核心价值缺乏关联

偏移法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根据道路、河流等要素进行偏移划定
边界

操作性强
平移主体和距离缺乏依据；与风景名
胜区核心价值缺乏关联

协调法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根据已有其他保护地边界和城市发
展现状划定边界

综合考虑用地现状和规划，便于理清
用地关系

难以论证对其他边界的借用；与城市
协调选取参照因素和具体距离视觉
景观因素难以确定

在上述方法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基于要素的边界划定方法。 余彦俊［３５］ 根据风景名胜区基础资料调查

类别表提出包括自然和人文因素在内的边界划定要素表，并从资源保护层面、管理权限层面和人类行为控制

层面进行权重赋值，采用空间叠加方法得到综合要素的重要性和敏感性等级空间分布图，结合土地利用现状

图以及适宜的地形线，形成闭合的边界线。 与此类似，胡一可认为风景名胜区边界划定的核心问题是社区协

调不足，提出了基于自然要素、人文要素和调整要素的空间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社会经济因素［３６］。
２．２　 风景名胜区的功能分区

风景名胜区功能分区在可持续发展、生态规划、景观生态学等理论支持下开展。 在实践中，分区并不固

定，而是由特别保护、风景游赏、旅游服务、发展控制等具体管理目标决定，在原则上保证同一区内具有景观一

致性，功能一致性和自然、人文、线状等单元界限的大致完整性。
风景名胜区功能分区按照国家规范分为六大类（表 ５）。 这是一个保护、利用和管理混合定义的分区体

系，难以看出与所谓 “核心景区”的关系，也看不出明确的保护目标。 所以，有学者认为功能分区、景区划分和

保护区划同时存在而分别开展是风景名胜区管理区划的一个弊端［３６］。
在此基础上学者提出了其他分区方案（表 ５），有的与国家标准类似，如谢凝高［３７］。 类似的，王云提出建

立大区加次区形式［３６］，值得注意的是提出户外游憩区在土地权属方面常需要共同使用或托管等方式短期解

决；服务管理区涵盖风景区内重要城镇或高强度开发的区域，而一般控制区管理风景区内不属于其他任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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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陆地与水域，控制新的开发建设活动以供后人资源利用。 这两种仍是资源类型标准和管理目标标准的

混合。
相对而言，标准比较统一的是杨锐提出以资源利用强度为出发点的四大功能区［３８］。 束晨阳认为［３９］，考

虑到世界范围内国家公园运动将保护对象由视觉景观拓展到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景区的划定

应参照生物圈保护区分区模式，划分游览活动次区和生态保护次区。 这一分区更为强调生态保护，并提出调

整土地利用以达到分区目标。

表 ５　 风景名胜区功能分区框架∗

Ｔａｂｌｅ ５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分区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国标
Ｇｕｏｂｉａｏ（ＧＢ）

王云（２０００） ［３６］

Ｗａｎｇ Ｙｕｎ（２０００）
谢凝高（２００５） ［３７］

Ｘｉｅ Ｎｉｎｇｇａｏ（２００５）
杨锐（２００３） ［３８］

Ｙａｎｇ Ｒｕｉ（２００３）
束晨阳（２００７） ［３９］

Ｓｈｕ 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２００７）

分区 Ｚｏｎｉｎｇ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育区 资源核心保护区

自然景观保护区

自然景观区
特殊景观次区
研究自然次区
实验研究次区
一般景观次区

特殊景观区
核心景区
游览活动次区
生态保护次区

史迹保护区

人文史迹区
保存次区
适度使用次区
纪念次区

史迹保存区 资源低强度利用区

风景恢复区
户外游憩区
一般游憩次区
游憩发展次区

一般景区

风景游览区
服务管理区
服务管理次区

服务区 资源高强度利用区 旅游服务区

发展控制区 一般控制区 一般控制区 社区协调区

协调发展区
社区发展次区
生产发展次区
生态恢复次区

外围控制地带

　 　 ∗根据管理目标各分区大致对应

在技术手段上，分区以生态敏感性分析和景源评价分析为主。 生态敏感性分析关注生态系统本底条件，
根据区域生态状况，选择生态敏感因子进行等级化、数量化，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方式施以权重，最终进行因

子叠加得到综合敏感度，再根据保护力度、开发强度等管理目标进行功能分区。 景源评价分析综合评价风景

资源类型、规模、结构、组合和功能，主要涉及风景资源本身、区位条件和区位特征等三方面。 评价使用指标层

次体系进行权重分析，使用模型计算评价分值，进而划分评价等级［４０］。 景源评价分为特级到四级五个等

级［４１］，风景资源价值和保护力度逐渐减弱而开发强度增大，并对应相应分区（表 ６）。 在实践中，生态敏感性

评价与景源评价相结合，并参考边界涉及到的地形、生态和建成物界限，统筹进行分区。

３　 国家公园边界和区划的思考

３．１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边界与功能区划研究进展

当前，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中边界与功能区划尚无技术标准。 试点区一般建立在现有多类型保护地基

础上，其边界确定是原有保护地边界、区划和现实生态完整性等的协同考量。
相对而言，试点区根据国家公园保护、科研、教育、游憩与社区发展等功能开展的分区规划实践更为普遍。

研究者总结发现［４２］，由于缺乏国家公园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各试点区功能分区在名称、数量、面积比例等方面

存在差异，在功能分区是否与原有保护地分区进行衔接上处理不同，既反映了各试点区人地关系不同特征，也
反映了进行保护地空间整合和管理整合的复杂性。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６　 景源评价等级与分区的对应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ｖｅｎｔ ｚｏｎｅｓ

景源评价等级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ｉｅｗ ｓｐｏｔ

分区
Ｚｏｎｅ

景源属性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ｉｅｗ ｓｐｏ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次区
Ｓｕｂ⁃ｚｏｎｅ

特级景源、一级景源
Ｓｕｐｅｒ， Ｌｅｖｅｌ １ 核心保护区

生态特色
自然景观
人文史迹

核心生态区
核心景观区
核心史迹区

二级景源、三级景源
Ｌｅｖｅｌ ２， Ｌｅｖｅｌ ３ 重点保护区

生态特色
自然景观
人文史迹

重点生态区
重点景观区
重点史迹区

四级景源
Ｌｅｖｅｌ ４

生态缓冲区
适度开发区

— —

总体而言，保护、游憩和传统利用无论分区名称及个数如何，均是土地管理重点。 可见，目前国家公园功

能区划没有脱离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功能区划所提出的分区类型和管理目标，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形成统一

标准，一方面借鉴自然保护区生态学与生物学理论和实践技术，保证保护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学习自然保护

区规划中逐渐重视人地关系和社会经济动态，以及风景名胜区景观资源评价和综合要素考量，形成多功能分

区并进行土地利用管理。 对此，研究者开始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层面与试点层面进行功能分区与实现路径的

探讨。
在体制建设层面上［４３］，研究者综合现有试点实践与自然保护地规划经验，从资源、生态、人类活动、管理

程度、管理目标等综合因子出发提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科普游憩区、传统利用区，以及承担生物走廊、
带动社区发展等功能的协调控制区；提出基础指标、衍生指标与结果评价指标，以基础指标评价进行功能区

划，集成基础数据产生衍生指标进行功能区内级别分化，以结果评价指标进行合理性评估。 这一指标体系构

建考虑了土地利用、土地权属等空间管控难点。 相对的，对生态完整性和原真性不够突出，将保护对象与资源

使用对象相混淆，指标依据复杂。
在试点区实践层面上，根据不同生态本底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分区原则和方

法。 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生态安全重要性，研究者采用资源评估方法［４４］，选取生态系统服务、
重要物种潜在生境、生态敏感性以及生态压力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目标，兼顾社区发展、
访客体验与环境教育，将黄河源区划分为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与居住和游憩服务区。 针

对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高人口密度特征［４５］，研究者从协调社区土地利用出发，利用要素叠加方法，
强调与原有保护地的衔接，提出核心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 对于大熊猫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区［４６］，研究者以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联通与完整为基础，结合社区布局与游憩可达性需求，采用要素叠

加法对四川片区进行功能区划，形成核心保护区、生态修复区、科普游憩区与传统利用区。
综上可见，由于缺乏统一区划标准，各试点区虽然在功能区划上都强调保护为主，协调社区，提供游憩等

多样化服务，显示出高度类似的分区名称与管理目标，但实际区划角度与区划指标选择差异较大，科普游憩类

功能在指标体系中很少体现。 总体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生物学与生态学指标是基础，二是人口经济指标是

重要辅助，三是功能区内的土地具体管理尚未有明确方法。
３．２　 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边界与区划发展对国家公园的启示

国家公园边界设定与功能区划的目的是为了在在空间上开展资源有效管理。 以实现保护目标为先导，在
有效管理方面，由于缺乏对国家公园边界设置研究，我们建议从自然保护区对于管理绩效的考量思考国家公

园管理边界的形成。
首先，借鉴社会影响力，即自然保护区的社会影响和对公众的吸引力等。 国家公园具有全民公益性，在设

定边界时需要明确其服务范围和人群，使得国家公园具有吸引力和可达性。 其次，注意土地有效性，即自然保

护区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状况、以及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行使管理权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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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证明，土地权属及其管理是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关键因素，国家公园管理边界的确

定应尊重社区土地权属及其管理现状，力求土地利用范围、方式和强度遵循实现保护目标的要求。 再次，重视

社区协调性，即社区居民分布、生产经营与实现保护目标的矛盾与积极解决方式。 国家公园管理边界要通过

协调土地利用来维持和恢复生态系统完整性，在局部地区和某些时间上，有必要从社会－生态系统角度评估

人的作用。
从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外边界与风景名胜区边界确定的原则和方法可见，规划建立在对自然生态过程与

人为活动过程在时空上的互动关系认识之上。 互动越强，意味着这一空间内人们依赖于自然资源并进行人工

改造的痕迹越强；互动越弱，意味着生态系统自身的组成、结构、过程和功能等自然表现越强，这些互动构成了

景观的空间异质性。 由于保护需要社区支持而社区又对资源存在诉求和依赖，因此与社区接触的外边界是平

衡生态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的关键地带。
同样，国家公园边界确定也是利益划分过程，位置和形态是两个重要方面。 国家公园的边界，在位置上，

是以保护对象特征为依据所确定的范围和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依据的人类活动所确定的范围的外围线。 边界

位置是资源重要性和建设可行性的双重考虑。 在形态上，要考虑生态系统本身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以
及人作为生态系统一部分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组分的互动强度、范围和通道。 实现边界合理，需要在景观尺

度上分析人地互动来带的空间异质性，判断基于自然要素的物理边界是否可以成为具有社会经济乃至文化心

理意义的管理边界。
功能区划实质仍然是确定边界，从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区划理论和实践总结中可以发现，自然保护

区以自然保护地为核心，核心区的形状、面积和边界设置基本上以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技术手段较为严谨，
但对人地关系把握有时过于死板；缓冲区界乃至实验区范围的确定由于涉及到更多的社会经济要素，与风景

名胜区边界依据的社会经济因素相似。 风景名胜区承担更为综合的遗产保护功能，但由于其更明确的承担游

览和开发功能，在边界利益上的冲突更为明显。 这些冲突多源自以景观资源的利用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保护为

优先。 这一点从风景资源评价的分级标准和评价指标也能看出：景源价值评价层中没有直接评价物种、种群、
生态系统和环境本底的指标。

因此，我们认为，主要依托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而进行建设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涉及到依据科学

理论对最重要而核心的保护区域重新界定，对适宜开放科普、游憩、教育、休闲的区域增加景观资源价值评估，
重新确定外围缓冲区延伸范围，注重外边界上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与生态保护需求的交织与角逐。 我国风景

名胜区已经发展出生态敏感性分析，整合了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所以国家公园分区应当更明确的关注生态完

整性的维持和恢复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更好的利用先进的空间分析和保护区设计算法等技术途径，考
虑生境类型的稀缺性和独特性，识别显著性和敏感性，让空间区划支持土地利用管控，真正成为适应性管理的

一部分。
３．２　 中国国家公园基于适应性区划的土地利用管理

基于上述边界和区划总结，以服务国家公园管理目标为最终目的，我们借鉴自然保护区边界调整途径思

路，提出一个国家公园土地利用管理的适应性设计过程：根据国家公园的概念和评估标准选定保护地的大致

边界，展开调研，划定内外边界，进行土地利用管理，适时评估，进行调整。 而如何利用功能区划这一空间管制

手段来真正实现国家公园土地管理目标，需要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具体的保护目标是什么，它决定了边

界和功能区的位置和形状；二是土地利用的空间管制以什么方式来实现保护目标，它影响着边界利益的平衡

和管理功能的实现（图 １）。
对于第一个问题，明确保护目标，需要确定保护对象，保护紧迫性，保护主要手段，保护成效评估方法，将

保护目标具象化为量化指标。 根据生态系统方法（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需要注意单一保护目标是否是有效

保护，不同保护目标之间有何相互关系；保护不但是为了生态目标，同时也可以为了经济需求和社会公益而存

在［４７］。 所以，具体的保护目标可以从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角度确定，在此之上进行边界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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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边界和功能区划的国家公园土地利用管理的适应性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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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４８］。
代表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支持生态服务的关键生态系统特征，是由可量化的属性作为性能指标反映出来

的。 所以，确定生态系统特征，并为之选择合适的属性以及性能指标（评价因子），是进行功能区划的关键之

一。 我国自然保护区规划参考特征可以作为国家公园功能区划的参考［４９］。 对特征的描述性语言需要转变为

可量化的指标。 例如，完整性这一特征，可以由丰富度、种群动态、营养级等属性来度量；生态系统服务特征，
可以从演替、生产力、分解、养分维持等属性来寻找评价因子。 目前，已有学者提出了一套的生态系统完整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潜在指示因子［５０］。
对于第二个问题，空间管制是在分区确定后对于不同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规模的管控，以实现保护目

标为原则，对人们在空间内的行为从对保护对象的影响出发来进行。 空间管制的实现要对禁止、限制和鼓励

的行为予以界定并形成奖惩机制。 自然保护的生态系统方法为国家公园土地利用管理提供了思路，提出在考

虑保护核心的基础上，理解生态系统经济属性，尊重本土和传统知识，将自然资源管理纳入社会选择框架［５１］，
以便在边界上协调利益相关方，达到物理边界与文化、心理边界的统一。

对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边界和功能区划研究表明，协调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是确定边界的目的。
对于资源利用的关键利益相关方之一———社区而言，土地权属涉及的土地经营管理问题是保护地管理最为复

杂的问题之一［４８］。 在此，我们提出基于保护地役权的土地管理制度。
土地权属作为一个权利束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经营管理权和收益处置权。 从我国自然保护实践来看，对

社区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剥夺，会导致居民对土地和资源利用的收益权丧失［５２］，因此，需要在自然保护中保障

社区居民依赖土地的生存权［５３］。 研究表明，行政强制性规定和较低的生态补偿标准往往引发社区土地利用

的负面生态效应［５４］。
随着《物权法》的颁布，保护地役权开始成为解决社区土地利用的私人利益与实现生态保护目标的公共

利益的制度思考，被认为是对公法性质的自然生态资源法律规范与生态补偿制度的补充，是具有激励性的私

法工具［５５］。 保护地役权肇始于美国，广泛用于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５６⁃５９］。 我国学者从林地、草地、自然资源

保护等方面对保护地役权制度进行了研究［６０⁃６２］，形成了一个对于保护地役权制度的定义：政府、企业、社会团

体等主体（需役地人）为了环境资源保护的目的，与自然资源权利人（供役地人）协商，从后者取得土地（供役

地）进行保护性管理，并对“供役地人”出于保护目的而放弃的收益权进行补偿，达到土地的经济价值和生态

价值的平衡［５４，６３ ］。

９　 ４ 期 　 　 　 何思源　 等：中国国家公园的边界、分区和土地利用管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保护地役权的关键在于对“供役地人”（社区居民）施加的负担并不是彻底限制所有利用，而是有针对性

的为了达成保护目标而限制具体活动并尽量避免对其他利用活动的干扰［６４］。 同时，保护地役权制度下的激

励机制具有多样性，不限于单一的资金补偿，在发展中国家为促进保护地社区生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６５］。
因此，实现国家公园的空间管制，在保护地役权在设计上可以把握三个方面：１）土地使用权或收益权的

细分；２）保护行为和限制行为的权责明晰；３）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并重。 结合生态特征与土地权属空间分

布的功能区划，可以将社区行为管控落实到空间上，对保护目标与行为限定实现可控管理，促进国家公园边界

和区划的实现与调整。 随着国家公园试点进程推进，已有试点区开始尝试以保护地役权方式实现林地

管理［６６］。

４　 结论

中国国家公园以生态系统完整性为保护目标，兼有多种公益功能，其边界和功能区划是实现保护目标的

重要手段，需要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统一。 本文对以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为代表的保护地边界和功能区划

进行了理论回顾、技术梳理和实践总结后认为，生态边界是基础，管理边界是关键，国家公园应当在充分依据

生物学、生态学等理论基础上考量利益相关方利益分享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因此，国家公园个体边界和内

部分区应借鉴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的基本原则，同时根据管理目标细化功能分区；借鉴风景名胜区规划实践，
注重景观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考虑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土地权属及土地开发利用可能和方式；在气候变化

和区域长期发展目标等自然和社会经济动态下形成完整的边界和分区理论体系。
结合我国现实和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在实践中，国家公园的边界和分区问题最终需要转化为协调利益相

关方的土地利用方式、规模和强度的管控问题，在一个适应性边界区划过程中，形成这一有效的土地利用空间

管控可以参考以下途径：
首先，识别关键生态系统特征，明确可量化属性并形成评价因子，建立评价体系并划分保护空间与强度。

其次，详细分析社会、经济、文化等软性因子对保护地划定的影响，分析人们认知层面对边界的体验，调整保护

空间和强度。 第三，以保护地役权等能够保障利益分享的公平和可持续的制度对利益相关方行为进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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